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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家庭现代化的“谱系式”
转型及其实践

胡晓映

（武汉大学 社会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 传统到现代是重要的历史发展轴线，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单元，深受社会

转型的影响。中国地域广阔，不同区域差异化的经济发展状况、文化基础等型塑了差异化

家庭实践样态，是研究家庭转型的重要土壤。深入到家庭转型实践之中，可以发现，当前农

民家庭多种样态并存，形成复杂的家庭实践。本文构建“传统‒现代”模型，以家庭资源禀赋

和文化伦理基础作为基本维度，将家庭分为强禀赋‒伦理型、弱禀赋‒伦理型、弱禀赋‒情感

型、强禀赋‒情感型四种类型，形成父代权威型、父代挤压型、生活情感型、互动合作型四种

转型期家庭样态。研究发现，农民家庭转型并非单因素影响的结果，而是家庭资源禀赋强

度与文化伦理转型程度的综合产物，进而导致当前农民家庭呈连续的“谱系式”现代化转型

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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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家庭将朝核心化、小型化方向发展，家庭内部个体性增强、注重隐私，形成

以儿童为中心的家庭[1]。同样，在中国家庭研究中，众多学者认为家庭规模小型化[2]、代际间权力下

移[3]、家庭关系平等与离散化[4]是当前家庭的重要特征。但也有部分学者提出，当前家庭向小型化与

核心化发展是不准确的，其有核心化的“形”却欠其“实”，具有“形式核心化”与“功能网络化”的特

点[5]。在此基础上，代际间因社会发展压力、社会风险性增强、家庭内部情感互动实践等因素[6]，强化

了彼此合作，形成“功能性家庭”“新三代家庭”“新家庭主义”等家庭发展趋势。

事实表明，中国家庭，尤其是农民家庭的现代化转型具有其独特特征。改革开放后，现代性力量

伴随市场的开放席卷中国农村社会，在改变乡村社会的同时，也将农民及其家庭卷入其中。家庭作

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正处于现代化转型的实际变动之中，并未形成固定的发展形态。值得进一步思

考的是，当前复杂的家庭表现形式是否具有内在关联性，受到何种要素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是如何

发生作用的？深入剖析这些问题，对认识当前中国家庭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进路

1.文献综述

家庭现代化转型是当前中国重要的实践命题，也是重要的理论命题，剖析这一转型如何发生、是

何样态，具有重要意义。费孝通首先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与家庭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认为我

们是“摸着农村里有家可归的石头在渡工业现代化的河”[7]，深刻揭示了中国家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的

内在契合性，为家庭转型研究提供重要视角。而西方的家庭现代化理论从工业化出发，认为经济变

革是家庭转型的推动力量。通过改变“家庭经济生产和生活组织方式以及家庭财产制度”，进而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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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传统家庭关系、家庭结构的变革[8]，着重突出了家庭中资源及其配置方式在家庭转型中的作用。

因此，在家庭现代化转型研究中，文化和资源作为两个必不可少的视角，一直是当前学界研究的

焦点。

从文化视角出发，学界着重探讨伦理与情感要素在家庭转型中的位置。中国家庭区别于西方国

家最核心的要素在于其伦理性。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个体“融合人我泯忘躯壳”，需要在家庭的

代际延续中，获得宗教性的价值体验和个体的生命意义[9]。当前，大量量化研究表明，中国家庭中依

然保持紧密的代际团结，孝道观念依然发挥作用，以善侍父母为核心的孝道观念依然受到青年人的

肯定[10]。但从家庭具体实践来看，传统的“生养-反馈”模式逐渐弱化，甚至形成家庭养老危机，老年

人在家庭整合中成为被“溢出”的单位[11]，代际伦理失衡，但并未崩解，而是形成“伦理转向”[12]和“伦理

重构”[13]；另一方面，以情感要素为主导的家庭互动，作为家庭现代化中平等代际关系的重要标志，日

益成为当前家庭的主要特征。基于个体情感互动的家庭，代际关系走向团结还是冲突，最核心在于

代际间需求、期待之间的角力与协商，因而形成不同的合作关系[14]；“交往型”代际关系特征凸显，家庭

内部情感要素成为家庭关系和谐的关键[15]。这得益于在当前家庭亲密关系构建中，个体更强调隐私

与独立，维持亲密关系与情感互动便自然地成为当前家庭团结与和谐的重要因素[16]。

从资源视角出发，学界着重探讨经济要素如何成为调节代际关系、影响家庭发展模式的重要因

素[17]。费孝通认为“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18]，“占有共同财产、有共同收支预算，他们通过劳动的

分工过着共同的生活”[19]；孔迈隆将中国家庭称为“合作社模式”[20]。“父子一体”、以父代为核心的共

居、共财，是中国家庭重要的表现特征。在转型背景下，家庭的经济功能及其内部关系发生转向。一

方面，在现代发展话语进入农民家庭的情况下，子代家庭逐渐取代父代家庭，形成以子代为核心的家

庭再生产模式[21]。以城市化、现代化为核心的家庭再生产目标，使家庭中的资源向下流动，出现对父

代家庭独立性及资源的挤压[22]，进而导致对父代的“代际剥削”和老年人养老危机[23]，恩往下流明显，

形成功能主导的“新三代家庭”[24]。另一方面，父代在实践中也会倾向于保持经济独立，进而选择独立

居住，降低资源共享程度[25]；且父代并不一定是“资源下行”的家庭受害者，反而可能是支持子代的积

极支持者，积极参与子代家庭决策，并形成“协商式亲密关系”[26]，并在此过程中实现“亲权”的回归[27]。

因此，代际间的家庭互动，无法用简单的“剥削”“权威”定义，而是有更为复杂的实践内涵。

因此，在家庭现代化转型研究中，学界从文化与资源的双重视角展现了转型期家庭中丰富的家

庭合作模式和代际关系类型，但也存在不足之处。学界充分重视了文化与资源对家庭现代化转型的

重要作用，却并未形成综合性视角，仅从单一视角出发，必然无法揭示家庭代际关系复杂的转型样

态，甚至在不同研究中得出差异化甚至相互矛盾的结论。本文综合了资源和文化的双重视角，将其

作为家庭从传统向现代发展过程中的双重维度，构建“传统-现代”模型，从中国具体经验出发，概括

转型期家庭中人口与居住模式、资源分配与城市化模式及代际关系特征，形成对当下家庭的“谱系

式”认识。

2.研究进路

福柯认为，对事务的分析层次总是多变的，“每一个层次都有自己独特的断裂，每一个层次都蕴

含着自己特有的分割”[28]，试图从纷繁历史中寻找现实的连续谱。同样，在家庭现代化进程中，从传统

向现代的变迁实践也呈现连续的“谱系式”转型样态。只是，转型的多变性、复杂性、阶段性，掩盖了

家庭转型这一过程本身，导致现实与认识之间的断裂与张力。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中，文化、资源等

要素交错存在，组合成多种多样的家庭组织和关系现状。因此，本文将家庭转型作为从传统到现代

的连续谱系，突破单一、碎片的家庭经验，形成对家庭转型的“谱系式”认识，把握家庭的发展脉搏。

从当下这一时间截面出发，对家庭实践进行“谱系式”分析，其可能性在于：其一，中国正处于现

代化转型之中，家庭也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的变动之中，并未形成固定的家庭实践形态；其二，中国

广阔的地域空间、区域文化特征、经济发展阶段等差异，为从传统到现代的多种家庭实践形态并

存提供现实条件。因此，对当下中国家庭的研究，不能拘泥于对传统或现代的二元评判，而应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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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复杂多样的家庭变化本身，从具体实践出发，以实践的视角，探讨转型期家庭的特征及其内

在变动。

本文构建以家庭资源禀赋与文化价值转型为基本维度的“传统-现代”模型，将家庭分为强禀

赋-伦理型、弱禀赋-伦理型、强禀赋-情感型、弱禀赋-情感型类型（见图 1）。其中，在家庭资源禀

赋中，并非资源禀赋强便更具有现代性，而是考虑其家庭收入方式、市场嵌入度等要素；在文化价值

转型中，既要考量其传统伦理观念，也要考量其受现代平等、独立、发展主义等家庭观念的影响程度。

其中，伦理主导一方面表现为代际间对“生养-反馈”传

统的认可，也表现为家庭面对现代化压力时父代责任的

强化和人生任务的延长；情感主导表现为家庭成员在强

调家庭发展的同时也强调日常生活中的情感互动，代际

间形成既独立又亲密的家庭关系。在此基础上，“传

统-现代”模型中的四种类型，便可分别对应家庭在现

代化转型中的四种实践样态，即父代权威型家庭、父代

挤压型家庭、生活情感型家庭、互动合作型家庭，并深入

挖掘家庭多重样态的内在机制。

本文的经验材料来源于笔者及所在团队 2019－
2022 年期间，在广州、湖南、江苏、河南、贵州、四川等全

国多地的田野调研。在调研中，通过半结构访谈、参与

式观察等研究方法，对当地精英、普通村民等进行访谈，对各地家庭的家计模式、家庭伦理观念等进

行一手材料收集，并进行细致分析，形成对转型期家庭实践类型的整体性认识。在广泛调研基础上，

本文抽象出“理想型”意义上的典型案例，探讨当前家庭转型的多种类型。

二、父代权威型家庭转型实践

父代权威型家庭实践的核心在于，父代具有较强的资源获取能力，同时，传统以父为尊的伦理观

念仍然发挥重要功能，形成子代在资源和伦理上都依附于父代的家庭关系。父代在家庭中具有极高

的权威性，构成当前父代权威型家庭转型实践的最重要特征。这种家庭类型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宗族

性村庄较为明显，呈现父代传统、子代半传统的有限现代化转型特征。

1.强禀赋-伦理型的家庭实践

案例 1       广州白云区 F 村，本村村民家庭收入以集体分红和物业出租为主，市场务工为辅。

本地老人 50多岁即退休，男性以参与村庄娱乐、与朋友吃早茶作为日常生活消遣，女性在家做家

务或帮子代带孩。本地父代与子代共同居住的多，父亲在家中具有话语权，本地人认为，“老人

在家里永远有地位，老人在大原则上还是不放权，这是一种责任与义务，当年轻夫妻吵架，不吭

声是一种失职，同时在大事方面（建房、生孩子等）老人也会参与进来，一起商量”①。

（1）家庭积累能力。在资源禀赋强的家庭

中，除子代之外，父代依然作为家庭资源积累的

重要角色发挥作用，甚至有更强的资源积累能

力。以广州F村为例，本村农民普遍的家庭收入

来源于三部分，分别是村集体分红、房屋出租和

各自的务工收入（见表 1）。其中，前两项是由父代掌握。由于村庄集体经济以户分红的特征，父代作

为家庭的代表，成为家庭主要经济来源的掌控者，具有对家产的控制权。房屋出租收入也同样如此。

但在务工收入上，父代在50岁后基本已不再进入市场务工，进入养老阶段。

①    此案例来源于笔者2019年7月在广东省广州市农村的调研资料。

图 1 家庭转型的“传统-现代”模型

表1　广州F村家庭收入

家庭收入

资源主导者

村集体分红/
（万/年）

2.5~4.0
父代主导

房屋出租/
(万/年·栋)
8.0~10.0
父代主导

务工工资/
(万/月·人)

0.3~0.5
各自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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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具有完善的市场工业体系，但本地人却形成有限嵌入市场的择业特征。由于本地市场发展

依靠 20世纪 80年代吸引外资建厂的“三来一补”发展模式，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为主，吸引了大批

外地务工人员在此务工。本地村民为展现与外来务工人员的区别，不愿进厂务工，更愿意选择体面、

轻松的工作。但由于家庭可以依赖稳定的土地和房租收入，对子代教育的重视有限，缺少在高端劳

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因此，本地年轻人的就业集中于利用本地关系网络获得的办公室文员、保安

等工作，收入在 3000~5000元；或利用本地社会关系和房屋资源等创业，但因其闲散创业态度，很难

与外地生意人竞争。

可以看出，本地家庭虽然处于市场发达地区，但其参与市场的深度较为有限。在这里，附着于农

村户籍上的土地收益，使家庭足以维持家庭发展。本地人不愿深度参与市场竞争，年轻人更倾向稳

定、体面、轻松的工作，依靠父代资源支持，形成对父代经济的依附，其向现代化的家庭发展意愿十分

有限。

（2）文化价值转型。与本地家庭收入模式相对应，本地依然保持以父代为核心的传统伦理观念。

本地本身具有传统宗族文化特征，父代具有权威性，在本地市场化的发展实践中，村庄本身的伦理性

被完整保留下来，甚至在资源支持下，呈强化趋势。

对父代来说，附着于身份和土地之上的经济收入使他们依然是地方社会中关系资源的掌控者，

具有家庭主导权，进而保证其伦理文化上的权威地位。对子代来说，其生活与工作均需依靠父代的

家庭资源和社会关系，导致其在家庭实践中的依附地位。即使子代的生活方式具有现代化特征，在

父代提供的优渥环境下也缺少现代化转型动力。在丰富的资源底色下，代际间维持稳定的、以父代

为主导的家庭伦理并开展家庭实践。父代仍然扮演权威性角色，是家庭决策的主导力量。

在弱流动性社会中，宗族传统伦理在本地市场与地租经济的保护下，并未受到现代化冲击，在村

庄社会中依然保持稳定。在父代传统人生任务中，抚养子代、为子代成婚的人生任务，能够较为容易

的完成。这一方面得益于父代有较强的资源获取能力，能够负担子代生活开支；另一方面得益于本

地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婚姻高地。因此，父代能够维持其在传统伦理体系中的地位。

2.父代权威型家庭转型特征

父代权威型家庭是建立在强禀赋-伦理型的家庭实践基础之上的，这一家庭类型表现出父代传

统、子代半传统的有限现代化状态，在人口与居住模式、资源分配与城市化模式、代际关系三个层面

表现出独特特征。

在人口与居住模式上，子代家庭为了降低家庭生活压力，更倾向于嵌入父代家庭之中，形成共同

居住的模式，家庭类型以主干家庭为主。在就地城镇化、市场化的先发优势下，本地并不存在现代化

转型中的进城压力，以村内小楼为主的充裕居住空间，既能满足父代与子代共同居住需求，还能满足

彼此独立生活空间的需求。

在资源分配与城市化模式上，由于就地城市化与依附于集体经济分红之上的家庭收入模式，本

地并未形成强进城动力及城市化压力。一方面，本地处于婚姻高地，并不需要通过进城买房支持子

代结婚；另一方面，依赖于集体经济分红的模式，村内户籍及与此相伴的村庄成员权是家庭来源的重

要内容，留在村庄是村民理性经济选择。由于缺少围绕城市化的家庭开支，家庭收入仅需支持日常

生活开支即可，发展压力有限，家庭内部资源分配处于均衡状态。

在代际关系上，由于父代在资源与文化上的双重强势地位，本地子代家庭对父代家庭具有极强

的依附性。父代掌握充分的家庭决策话语权，并能够形成对子代日常生活、工作选择等方面的安排。

在父代主导的文化之下，家庭内部虽然有情感释放空间，但父代的双重强势地位使年轻人无法真正

掌握家庭话语权，其作为独立家庭的调试空间较小。家庭内部和谐的代际关系是以牺牲子代家庭的

独立性实现的，这就容易导致子代家庭自我发展中出现问题，如年轻媳妇因无法忍受在家庭中的结

构性劣势导致婚姻破裂，家庭内部的和谐性掩盖了代际间的情感亲密性[29]。

综上，在父代权威型家庭实践中，虽然在家庭收入和生活上具有现代化的特征，但其在家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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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家庭文化取向上都处于相对保守的状态。因此，此类家庭虽处于市场发达地区，但在居住模式、城

市化动力和代际关系上都具有明显传统倾向。

三、父代挤压型家庭转型实践

父代挤压型家庭实践的核心在于，父代既秉持对子代负有人生任务的传统伦理，又缺少对子代

家庭的经济支持能力，导致子代家庭在伦理与资源上对父代家庭的挤压。在家庭现代化转型中，子

代的发展主义伦理和对家庭资源的需求，形成与父代家庭主义伦理和家庭积累能力的双重张力，导

致代际关系倒置。父代弱资源性、强伦理性与子代的强资源需求，强化了家庭内部的整合动力，激发

父代对子代家庭的无限责任，支持了子代家庭对父代家庭的挤压。

1.弱禀赋-伦理型家庭实践

案例2        河南新乡R村前妇女主任，将自己有限的积蓄全部用于儿子买房，为了带孙子辞掉

妇女主任的职位，认为“带孙子是应该的，现在都是爷爷奶奶在带孩子”。同时，能带孙子是“享

福”的标志，她认为，“老人就是为儿子活，当儿子不需要你时，你还活着干嘛呢？儿子不需要了，

就感觉没啥意义了，活到头了”①。

      （1）家庭积累能力。在中西部资源禀赋弱的家庭中，家庭内部形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

耕”模式。以河南R村为例，由于地处中西部市场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有限，无法支持所有劳动力

在本地市场劳动，因而形成大量外出务工群体。因此，本地普通农民家庭收入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

部分是父代在村庄中的农业收入或打零工收入，每年收入仅能维持自身家庭开支；另一部分是子代

在县城或东部发达地区的务工收入，男性务工收入在每年6~8万，女性在每年3~5万。

       可以看出，本地家庭因远离市场发达区，其参与市场的机会有限、成本更高。父代因劳动力价值

有限缺少深度嵌入市场的机会，市场参与度不足，收入能力有限，进而对子代的支持能力有限。青壮

劳动力能够在外出务工中获益，并充分习得利用和嵌入市场的能力，产生面向现代化的发展动力，具

有半现代化的特征。虽然父代资源积累能力有限，但子代家庭依然需要父代在育儿、家庭收入兜底

方面发挥作用。

（2）文化价值转型。在家庭内部伦理上，本地处于家庭伦理较强的地区，其伦理性表现在父代抚

育子代并为子代成婚和子代的反馈基础之上，即“抚育-反馈”模式[30]。在传统社会中，父代作为关系

和资源的掌控者具有权威性，但在现代化转型中，父代因有限资源和强伦理责任之间的错位，导致其

在家庭实践中受挤压。

父代与子代出现传统与现代的取向张力。在外出务工的过程中，父代因在工厂、工地等与城市

生活有限嵌入的工作环境，使其依然秉持传统家庭和人生任务的伦理观念和责任意识。子代则在务

工中习得了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形成面向现代化、城市化的家庭发展主义观念，进而产生极强

的城市生活欲望。而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与本地性别失衡这一结构性要素组合后，就使进城买房成

为为子代结婚必不可少的条件，并在传统伦理支持下转化为父代的刚性责任。

代际间传统与现代的价值张力，因父代资源禀赋有限，导致代际伦理的迅速异化，但最终弥合于

家庭整合之中。一方面，在强人生任务的伦理和责任意识下，父代需要倾尽全力为子代成婚。这时，

父代一般会用尽年轻时的所有积蓄为子代进城买房和支付彩礼；但在年老后无法再嵌入市场获取货

币收入，导致其在家庭中的权威地位快速下降。另一方面，子代在现代化转型中形成的以自我家庭

发展与生活、子代抚育为核心的现代性压力。这些压力在家庭内部自下而上的传导至父代，强化了

父代的家庭责任，使其人生任务不断延长与扩大。相反，子代在强发展主义导向下，弱化了对父代的

反馈，导致代际间的权利与责任失衡。在父代人生任务的传统伦理下，子代的发展伦理倒逼父代卷

入子代家庭发展之中，其生活伦理也依附于子代完成，甚至在老年人之间产生依附性竞争[31]。

①    此案例来源于笔者2021年5月在河南省新乡市农村的调研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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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父代挤压型家庭转型特征

父代挤压型家庭是建立在弱禀赋-伦理型的家庭实践基础之上的，这一家庭类型表现出父代传

统、子代半现代的有限现代化状态，在人口与居住模式、资源分配与城市化模式、代际关系三个层面

表现出独特特征。

在人口和居住模式上，由于父代家庭缺少资源支持能力，只能以劳动力嵌入的方式帮助子代的

城市生活转向。在多数中部地区家庭中，父代家庭形成男性老人在村种田、女性老人进城带孩的家

庭分工，出现“老漂族”“周末夫妻”等老年群体，形成父代以照料型劳动力嵌入子代核心家庭的居住

模式[32]。

在资源分配与城市化模式上，此类家庭呈现下行式资源互动与快速城市化特征。由于进城买房

与年轻人结婚这一人生任务的绑定，父代需要倾尽全部资源帮助子代完成城市化的任务；而在帮助

子代进城后，父代仍需通过农业收入、劳动力嵌入，对子代家庭进行持续的支持和兜底，帮助子代在

城市立足，支持孙代的教育投入。因此，父代需要尽力省吃俭用、延长劳动时间，实现资源支持的最

大化；子代在现代发展主义导向下，缺少向上反馈动力，资源难以向上回流。家庭资源呈“恩往下流”

的单向流动状态。

在代际关系上，父代与子代呈现倒置的非均衡关系。由于子代成为家庭中的主导力量，父代在

资源和伦理上的双重弱势使其对子代家庭具有依附性，要以子代家庭的需求灵活调整家庭安排。更

为重要的是，在家庭实践中，以父代持续支持为核心的“交换伦理”日益被村庄和社会所接受[33]，将子

代家庭对父代的挤压合理化。因此，此种家庭转型实践中，普遍出现“代际剥削”、老年人“整合性溢

出”等家庭转型危机。

综上，在父代挤压型家庭中，家庭中父代经济积累能力和面向现代化的伦理转向均十分有限，但

子代则完全与此相反，对现代生活与观念的追求，使子代主导的家庭转型实践充满张力。父代因资

源与伦理上的双重弱势，成为子代家庭现代化的“牺牲品”，处于被挤压的位置。此种家庭转型类型

在广大中西部地区十分具有典型性。值得注意的是，在湖南、福建等东中部宗族性村庄中，因市场区

位、地形等限制，其家庭积累能力有限，但村庄的封闭性和对现代市场的有限嵌入，使其传统伦理依

然有强大的结构性支持，因此家庭内部依然表现出相对均衡的家庭关系，并未出现“代际剥削”等挤

压性特征。

四、生活情感型家庭转型实践

生活情感型家庭实践的核心在于，父代与子代的互动依靠纯粹的情感互动，并非在资源交换基

础之上，代际间家庭的独立性强，其关系更具现代特征。因此，在资源禀赋较弱的情况下，父代与子

代之间并未形成代际之间的强整合，而是在“抚育-反馈”伦理之上，形成有限的责任关联。在父代

与子代均接受现代独立、平等的家庭观念后，代际互动具有强烈的情感特征。

1.弱禀赋-情感型家庭实践

案例3    在四川彭州 S村，村民以本地城市务工为主。由于本地市场就业机会有限，父代在

60 岁以后缺少务工机会，以农业生产和本地打零工为主；男性在附近城市务工，每周末回家，女

性与娘家一起居住的比例极高，在这里，“老婆在哪，老公就在哪”，婆家也不会挑理①。

       （1）家庭积累能力。在中西部资源禀赋较弱的家庭中，由于本地的就业机会有限，家庭内部形成

“半工半耕”模式。本地“半工半耕”模式与弱禀赋-伦理型地区的区别在于，其内部是以性别分工为

基础的“半工半耕”。由于地理区位原因，本地人主要在本省或县城内务工，一般不远距离务工。父

代一辈主要在村庄中生活，当前村庄中 40~50岁的男性中，有一直本村务农和在本地打零工、从未外

出务工过，这就决定了其收入相对有限，仅能支持日常生活，无法支持子代家庭发展。同样，本地年

①    此案例来源于笔者2021年10月在四川省彭州市农村的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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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人因嵌入市场之中，其收入低于东部沿海地区务工收入，仅能维持家庭简单再生产，进城买房、转

向城市生活则较为困难。同时，由于父代与子代家庭的独立性，在育儿实践中，本地以女性育儿为

主、老人育儿为辅，即女性一般不外出务工，而是在家带孩并灵活就业，形成家庭中性别分工基础上

的“半工半耕”。

西南地区家庭积累能力有限，一方面在于其处于市场欠发达地区，市场机会有限。另一方面在

于本地重消费和享受的生活本位价值观，缺少向外的发展动力。虽然家庭收入相对有限，但无论父

代还是子代，都有较强的消遣、消费意识和较弱的积累、发展意识。如本地发达的茶馆文化，与好友

“摆龙门阵”、打牌是本地老人日常的生活方式。对年轻人来说，其在挣取工资后，维持生活开支多余

部分也用于消费。这种生活本位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使本地家庭较少受现代发展主义观念影

响，仅少数家庭因资源充裕，完成追求城市生活、高教育质量的家庭转型。

（2）文化价值转型。西南地区作为儒家文化边缘区，其受儒家传统伦理规范的影响较弱，并未形

成人生任务等个体超越性的价值追求。在现代因素影响下，反而形成以情感互动为核心的、具有现

代特征的家庭互动模式。对父代来说，在有限的伦理影响下，秉持朴素的“生养”观念，即将子代养大

成人即可，为子代提供的优质教育和成婚与家庭资源相挂钩，是软性责任；对子代来说，其同样秉持

朴素的“反馈”伦理，即父母将我养大成人便要为其养老送终，并未增加养老附加条件。代际间秉持

父养我小、我养父老的均衡反馈模式，形成独立、平等的家庭关系。

因此，父代在帮助子代完婚后，不再会因伦理、责任等刚性任务对子代进行支持。一方面，在父

代资源禀赋不足的情况下，子代不会刻意将父代整合进自身家庭发展之中，双方依然维持了均衡的

代际关系，并未形成对父代家庭的挤压；另一方面，代际间在有限的责任压力下，反而释放了情感互

动的空间，家庭内部形成以情感为核心的互动模式。如女性与娘家的关系更密切、嵌入程度更高；代

际间不强调资源支持的多少，而强调情感浓度，形成基于纯粹情感的代际互动与合作，这尤其体现在

育儿实践之中。

2.生活情感型家庭转型特征

生活情感型家庭是建立在弱禀赋-情感型的家庭实践基础之上的，这一家庭类型表现出父代半

现代、子代半现代的现代化状态，在人口与居住模式、资源分配与城市化模式、代际关系三个层面表

现出独特特征。

在人口和居住模式上，由于代际之间较强的独立性，大部分时间呈现核心家庭的特征。但围绕

育儿实践，因弱责任约束和强情感互动的关系具有非稳定性和高灵活性，代际共同居住的模式十分

复杂。以情感互动为核心的代际关系，使“处得好”“怎么处”成为代际合作与否、如何合作的标准。

因此，年轻核心家庭既可以与婆家合作也可与娘家合作，且双方父母都不会因此产生不满情绪。但

在女性主导的育儿实践中，其更倾向于嵌入或吸纳娘家的支持，让母亲而非婆婆与自己共同育儿。

因此，本地出现了较为普遍的“从母居”、“从妻居”现象。

在资源分配与城市化模式上，代际间呈现相互独立、有限支持的状态与渐进城市化特征。父代

与子代家庭是独立的家庭财产单位，在有限资源和责任伦理下，父代对子代的支持建立在自身能力

基础之上。父代在子代婚后的务工收入以维持自身家庭开支和积攒预防养老为主，也会在有能力时

为自己购买养老保险，其目的既是为减轻子代养老压力，也是为自己无劳动能力后不需看子代脸色

而有零花钱。此类独立、平等的代际关系，决定了子代进城买房和城市化生活要依靠年轻核心家庭

的努力。在有限资源禀赋和生活本位价值观基础上，年轻家庭也并未形成强城市化压力，而秉持以

需求为主导的渐进城市化模式。

在代际关系上，父代与子代处于情感互动基础上的独立、平等关系。由于朴素的“抚育-反馈”

伦理，代际互动不受伦理责任限制，反而生发出充足的情感互动空间。代际间的冲突与合作，均建立

在情感互动的深度与广度之上，也不会形成资源纠纷和对父代资源的挤压。因而，此类家庭的代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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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和合作模式更具灵活性和多样性。

综上，在生活情感型家庭实践中，虽然家庭收入相对有限，但其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上都具有现

代化的特征。因此，本地父代家庭与子代家庭都呈现半现代化的特征，呈现嵌入市场的家计模式和

彼此独立平等的现代家庭文化取向。此类家庭转型类型在西南地区十分普遍。

五、互动合作型家庭转型实践

互动合作型家庭实践的核心在于，家庭资源较为丰富，父代有很强的资源支持能力，但在有限伦

理责任下，子代需要通过情感互动强化父代的支持动力，家庭内形成资源与情感互构基础上的合作。

父代强资源性和弱责任性，使其在与子代家庭互动中，既能掌握主导权也能保持独立性，父代处于相

对强势地位，但子代家庭也有独立空间。

1.强禀赋-情感型家庭实践

案例 4    江苏泰州 H 村一位普通老人，在工厂退休后进入小区里做清洁工，现已有存款 50
多万，还想再挣钱，为孙子孙女每人买一辆 40万的车。当女儿女婿想换车时，他表示不同意，但

并不干涉年轻人的决定。由于女儿女婿资金不足，只能将计划搁置①。

（1）家庭积累能力。在东部沿海资源禀赋较强的家庭中，家庭内部形成以工为主的家庭发展模

式。由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高、市场距离近，东部农村能够实现就地城市化，并具有丰富的市场机

会，父代既有较高的社会保障水平，也能深度嵌入市场中持续务工获得家庭收入，父代家庭积累能力

极强。家庭总体收入主要包含三个部分：一是父代的社保收入，最低档为 2500元/月左右，且会根据

年龄上涨；二是父代的务工收入，东部地区老人依托本地丰富的市场机会，在退休后也深度嵌入市场

当保洁、保安等，甚至会打两份工，增加家庭收入，两个老人月收入最高能达到万元左右；三是子代务

工收入（见表 2）。虽然社保已经能够维持父代的开支，但在持续的市场竞争中，本地老年人早已形成

“六十大干、七十中干、八十小干”的劳动伦理。同样，子代依托本地市场也可以实现本地务工或自主

创业，充分利用本地市场、社会关系资源，家庭整体资源积累能力强。虽然本地年轻人也会形成选择

体面、轻松工作的路径依赖，但因开放市场中的高竞争性，他们也会从事进厂等工作，每月收入在

6000~10000元不等。与完全市场化相对应的，是本地年轻人因早早嵌入城市而形成的中产阶级生

活方式，其生活具有强发展性和强消费性特征，需要丰富的资源支持。

可以看出，本地处于发达市场区位，且因较为彻底的城市化，本地家庭需要与外来人口一样，参

与到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中。由于就地城镇化优势，本地通过征迁、进厂务工等早早完成城市化的生

活转型，并产生远超于农村的家庭生活开支。再加上子代发展性和消费性的生活方式，使其对父代

家庭的资源具有强依赖性。

（2）文化价值转型。在家庭内部代际互动中，由于本地有限的传统伦理底色和现代市场化因素

的进入，家庭内部表现出强情感性特征，家庭内部合作以情感互动为基础。子代为获得父代的资源

支持，需要通过情感互动、协商等方式强化父代的支持动力，形成对父代的资源依附，并一直持续到

父代失去积累能力。

对父代来说，在嵌入市场和城市生活的长期实践中，他们仍带有浅度的乡土特征，但其受城市生

活方式和现代观念的影响程度高，具有较强的现代家庭观念，更倾向于保持家庭独立性；对子代来

①    此案例来源于笔者2021年7月在江苏省泰州市农村的调研资料。

表2　江苏H村家庭收入

家庭收入

资源主导者

养老保障/（万/月）

0.5

父代主导

父代务工收入/（万/月）

0.6~1.0

父代主导

子代务工工资/（万/月）

0.6~1.0

子代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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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其名义上处于乡村之中，实质上生活在城市，并习得城市生活方式。因而，本地年轻人具有极强

的追求发展主义、消费主义的现代特征，希望过上城市中产生活，并极为重视教育，试图实现面向省

会或一线城市的再次城市化。但在具体实践中，子代对高品质生活和再次城市化的追求，意味着其

要在日常生活和子代教育上投入巨量资源，其家庭本身缺少支付能力，父代资源成为支持其家庭发

展的主要资源来源。

父代对子代的支持，建立在情感之上。一方面，父代在“为子女好”的朴素观念之下，因资源丰

富，具有支持子代的倾向性；另一方面，子代为了强化父代的支持动力，会通过情感互动提升父代意

愿，如大事与父代商量、过生日送礼物等。父代清楚的了解子代的情感互动目的，但甘之如饴，使资

源丰富的情感性家庭中，资源向下流动带上了温情脉脉的情感面具。

2.强禀赋-情感型家庭转型特征

互动合作型家庭是建立在强禀赋-情感型的家庭实践基础之上的，这一家庭类型表现出父代半

现代、子代现代的现代化状态，在人口与居住模式、资源分配与城市化模式、代际关系三个层面表现

出独特特征。

在人口和居住模式上，由于这一地区家庭现代化程度高，父代与子代都更强调家庭的独立性和

生活隐私性。但子代具有缩减家庭开支的需求，便依托本地城市化及同城居住的优势，形成同吃不

同住的家庭嵌入形态。这种家庭合作方式，既能降低子代家庭的生活开支，又能保持彼此独立的生

活空间。即使有同住的情况，也只集中于育儿实践繁重的阶段，或因生活空间足够大能够保持彼此

的独立生活空间。

在资源分配和城市化模式上，这一类型家庭呈现下行式资源互动与再次城市化的特征。由于已

经完成进城任务并形成城市中产生活方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年轻人在保证维持现有生活方式

的情况下，又形成了重视教育的育儿实践和面向一线城市或省会城市的再次城市化目标，家庭承担

较强的发展压力。在情感互动和压力内部传导下，父代被软性整合到子代家庭发展之中，成为子代

家庭发展的重要资源支持者，帮助子代完成家庭的再次城市化转型。

在代际关系上，代际间家庭具有独立性、平等性。但由于子代对父代资源的依附，父代既能保持

独立，也能形成对子代家庭发展的话语权，二者处于微妙的均衡关系。子代虽是家庭中的主导力量，

但为了获得父代的资源支持，又需要牺牲部分家庭自主性，如在换房大事上，如果需要父代的资源支

持便必须参考父代意见，形成对其家庭盲目扩大化发展的牵制。

综上，在互动合作型家庭实践中，此类家庭在家计模式和家庭观念上都具有明显的现代性特征，

尤其年轻人已经完全实现了农村向城市的身份转型。虽然父代对子代的支持是软性责任，但子代再

次城市化这一发展压力的家内传导，也强化了父代参与市场劳动及资源下行的动力。同时，父代也

在支持的过程中，变相实现了亲权的回归和自我价值的实现[34]。这类家庭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的发

达地区。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构建“传统-现代”的理论模型，将纷繁复杂的家庭实践放置在清晰的位置之上，形成

家庭转型的“谱系式”认识。从家庭资源禀赋和文化价值转型的双重视角出发，构建四种家庭转型类

型并对其进行梳理，能够形成对转型期家庭四种实践样态在人口与居住模式、资源分配与城市化模

式、代际关系上的整体性认识（见表3）。在此基础上，得出以下两点结论。

首先，在家庭积累能力上，家庭所处区域的市场区位和区域文化发挥重要作用。市场距离近的

地区，其附着于土地之上的收益和丰富的市场机会、社会关系资源，使家庭具有强积累能力，必然会

形成父代在代际关系中具有主导地位；市场距离远的地区，由于缺少市场机会，仅能形成工农共存的

家计收入模式，劳动力无法实现充分就业，使家庭积累能力较弱，家庭发展能力有限。在区域文化

上，区域间嵌入市场的程度及其受现代化观念的影响程度具有重要关联。在接受现代发展主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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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区，家庭积累的动力推动家庭积累实践，家庭的发展面向更强，父代对子代的支持性更强，代际

关系依资源禀赋差异呈有限均衡或非均衡的特征；而在村庄本身的社会文化基础强、受现代观念影

响小的情况下，如村庄的宗族结构和生活本位的生活观念，都极大减弱了现代发展主义的影响，进而

形成有限的资源积累动力，家庭的维持面向更强，代际关系更为均衡。

其次，文化价值转型上，地方的家庭价值基础和家庭现代化转型动力发挥重要作用。在伦理型

家庭中，传统以父为尊、父子一体的伦理观念并未受现代和市场力量的冲击，依然保持相对完整，即

父代依然处于伦理主导的家庭文化价值取向上；但由于子代受现代化、市场化冲击的程度差异，使子

代对是否秉持传统家庭伦理观念产生差异。也就是说，当子代家庭并未产生强转型动力时，父代与

子代便能形成伦理文化的内在认同，形成和谐的代际关系，其在居住、资源分配、代际关系上都十分

和谐；当子代家庭接受现代发展主义价值后，父代与子代便会产生冲突，且形成以现代化代表——子

代——为核心的家庭转型实践，父代在居住、资源分配和代际关系上均受到挤压。在情感型家庭中，

代际间有限的传统家庭伦理观念已经消融于现代家庭平等、独立的文化之中。同样，子代受现代化、

市场化冲击的程度差异决定了家庭内部互动模式。当子代家庭的现代化转型动力弱时，家庭成员的

互动就成为纯粹情感交往活动，不具有资源交换的目的性特征，居住、资源分配和代际关系都独立

且均衡；当子代家庭转型动力强时，家庭成员间的情感互动就成为资源交换的手段，通过情感强化

父代向子代的资源流动，形成互动合作型家庭关系，资源以向下分配为主，代际关系处于有限均衡

状态。

因此，从家庭资源禀赋和文化价值转型的双重视角出发，“传统-现代”的理论模式能够突破单

一的家庭经验碎片，形成对转型期家庭的完整认识。在中国传统家文化和加速现代化转型的基础

上，中国家庭变迁中的传统要素与现代要素发生重叠甚至冲突，进而在同一时间截面呈现出多样化

的家庭实践样态。这也说明中国家庭的现代化并未如家庭现代化理论所言，呈现从大家庭向个体家

庭、从传统到现代的线性序列转型特征，而是展现出丰富多样的实践内涵。因此，深入学界对家庭结

构、家庭关系、家庭功能等领域的研究可以发现，在家庭现代化理论预设下的转型及其修正，更强调

抽象意义上的理论对话与片段性解读，而抽象、普适性的“世界家庭”，无法成为中国现代家庭的模

板。中国家庭中传统与现代因素的相互交叠，构成了家庭现代化转型的独特内核。

本文通过对家庭实践的剖析，试图对中国家庭形成整体性的经验认识和理论推进，并主要表现

在以下方面。其一，本文将家庭本身作为经验对象进行剖析，将看似个体选择的家庭实践放入到现

代化转型背景下，探讨中国家庭实践的内在规律。在快速社会转型期，中国私人生活发生巨大变

革，家庭内部的个体主义成为家庭转型的趋势[35]。但在深究“为自己而活”的个体主义实践中[36]，必

然无法窥探家庭转型的全貌及其内在规律，无法理解家庭在面对社会风险、家庭危机时展现的韧性

与能动性。其二，本文将“家”作为一种方法和视角，以“家”为切入点来探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在

家庭领域的研究中，如果仅建立以实体性家庭为对象的研究，便无法从“家”的角度理解整个社会

及其变迁轨迹 [37]。家庭作为社会的最基本单元，其变动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深刻体现，只有将家视

表3　“谱系式”的家庭现代化转型实践的类型及其特征

“传统-现代”关系

人口与居住模式

资源分配与

城市化模式

代际关系

父代权威型

父代传统-
子代半传统

子代依附型

均衡分配与

就地城市化

均衡

父代挤压型

父代传统-
子代半现代

父代嵌入型

向下流动与

快速城市化

非均衡

生活情感型

父代半现代-
子代半现代

灵活安排型

独立安排与

渐进城市化

均衡

互动合作型

父代半现代-
子代现代

子代嵌入型

向下流动与

二次城市化

有限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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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整体、视为理解中国现代化的切口，才能真正意识到家庭稳定转型之于中国现代化转型的重要

意义。

当然，本文也存在诸多不足。传统与现代是当前历史发展的主要轴线，因此其内涵十分丰富，本

文仅选取经济要素和文化要素两个部分，必然无法涵盖现代化转型这一丰富的议题及其实践。更为

重要的是，现实远比理论更为复杂，本文虽尽力为转型期每种家庭类型找到其在“传统-现代”发展

轴线上的位置，但总归无法穷尽，相关问题仍需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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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nealogical” Transformation and Practice of Modernization 
in Chinese Rural Households

HU Xiaoying

Abstract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ty is an important axi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s the most 
basic unit of society， the family is deeply affected by social transformation.With its vast territory， the dif⁃
ferentiate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foundations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China have shaped the 
patterns of differentiated family practices， providing an important soils for studying family transforma⁃
tion. By delving into the practice of family transformation， it can be found that various forms of rural 
household coexist at present， forming complex family practice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raditional-
modern” model， taking family resource endowment and cultural and ethical basis as the basic dimen⁃
sions， and divides families into four types： strong endowment-ethical， weak endowment-ethical， weak 
endowment-emotional， and strong endowment-emotional. In this regard， four types of transitional fami⁃
lies are formed， namely， parental-authority type， parental-suppressing type， life-emotion type， and the 
interactive-cooperation typ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households is not the re⁃
sult of single-factor influence， but the comprehensive product of the intensity of family resource endow⁃
ments and the degree of cultural and ethical transformation， which in turn leads to the current continuous 

“genealogical” modern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households.
Key words family transformation； traditional-modern； “genealogy”； regional 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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